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环境提升我国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

毛牧然
（东北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辽宁沈阳 110819）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0]摘要：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我国的创新主体主要包括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社会组织等。提升我国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意在解决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弱势地位问题。通过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环境来提升我国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需要针对知识产权创造、运营、保护和管理制度中不适应创新经济关系要求的部分探讨相应的完善对策，具体包括4个方面：一是完善有利于知识产权创造的社会环境、人才培养与激励环境；二是完善知识产权运营环境；三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四是完善知识产权利益分配管理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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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Outlin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ssu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Chinese innovators mainly include enterpris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universitie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o on. The purpose to improve innovators' innovation ability in China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China is at a weak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e way to improve innovators' innovation ability is through perfecting the environment of IP system, which in turn, requires improvements on any parts non-adaptable to the innovative economic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four aspects of IP system: the creation system, the operation system, the protection system,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Perfecting the environment of IP system involves four aspects. Firstly, to prefect the environment for IP creation, includ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ncentive environment. Secondly, to perfect the environment for IP operation. Thirdly, to perfect the environment for IP protection. Fourthly, to perfect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interests'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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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9]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我国的创新主体主要包括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社会组织等。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话中提出的第四大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和第五大重点任务（弘扬创新精神，培育符合创新发展要求的人才队伍）提示我们，完善科技创新制度环境是提升我国创新主体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1]。制约我国科技创新主体创新能力的制度环境由人才政策、产业政策、金融制度、财税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组成。本文以知识产权制度环境为视角，通过提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环境的对策建议，探讨提升我国创新主体创新能力这一重大问题。
1  我国创新主体创新能力较弱问题呼唤知识产权制度环境的完善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3]衡量我国创新主体创新能力的指标主要就是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主要指转化率）。首先，我国知识产权的绝对数量目前虽已位居世界第一，但相对数量并不高。“截至2013年底，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商标注册申请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作品和软件著作权登记量等均创下历史新高”[2]；但截至2014年底，我国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是4.9件，而欧美发达国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是14件。其次，我国知识产权的质量（转化率）很低。“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3]。中国版的《拜杜法案》——《科技进步法》将财政性资金资助的知识产权授予项目承担者取得但却出现了失灵[4]，2007年《科技进步法》修改前，我国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是5%[5]，而2012年我国高校的有效专利是117000件，转化率仅有2%左右[6]。综上所述，我国知识产权的相对数量不高并且质量很低，反映出我国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较弱，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解决的问题。
我国创新主体创新能力较弱问题呼唤知识产权制度环境的完善。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在战略部署部分提出：要建设各类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和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生态系统，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载体、制度安排和环境保障；在战略保障部分提出：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提高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将上述两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使我们认识到，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包括独立创新和协同创新两种方式，协同创新有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创新活动所形成的经济关系需要通过不断改革、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环境为之提供保障。知识产权制度环境主要由创造、运用（运营）、保护和管理这4项制度组成，通过改革、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环境来提升我国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就是针对知识产权创造、运营、保护和管理制度中不适应创新经济关系要求的部分探讨相应的完善对策。
2  完善有利于知识产权创造的社会环境、人才培养与激励环境
知识产权的创造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创新性成果都是由具体的个人完成的，营造崇尚创新、激励创新的社会环境、教育环境、制度环境，会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创新事业，也会使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创造出更多的知识产权成果，进而有助于创新主体创新能力的提升。
2.1  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创造的社会环境、人才培养环境
    科学在近代西方兴起，与其社会环境中基于科学观的平等观具有很大关系。古希腊斯多葛学派认为，神赋予包括奴隶、野蛮人在内一切人平等的理性，都可以依据自己的理性来理解自然的秩序和规律[7]；后来，基督教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宣传在教义上填平了学者与工匠之间的鸿沟[8]。由于科学研究在西方具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许多人热衷于投身探索上帝所安排的自然法则，即规律的科学研究之中，通过量的积累，又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推动下，使近代科学在西方兴起。我国古代没有人人在认识自然法理性方面平等的思想，“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最优秀的人才都热衷于通过科举考试去做官，从事科学研究的往往是科举不第的文人，科学研究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之重农抑商的经济环境对科技的需求较小，使我国古代一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实用技术没有进一步探究出其背后的科学原理，当近代科学在西方兴起后，我国的科技就处于落后的地位了。中西方古代在科学观、平等观方面的差异比较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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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了国家富强、抵御外侮，助力科技强国建设，把“科学”确立为一种价值观并置于核心价值观这一社会层面价值观序列的首位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利于崇尚科学、崇尚创新（知识产权创造是创新的主要内容）社会环境的建立。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创造的社会环境，首先，需要将科学观作为平等观的基础，逐步扩大全体公民平等接受教育权的范围，并在此基础上享有平等探索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权利，进而为科研自由奠定基础。对于科研自由，可以用习总书记在“科技三会”讲话中提出的“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来理解其含义。其次，要依法打击欺诈、暴力、垄断、侵犯知识产权等非法获利手段，营造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为科技提供应用的领域、发展的动力和物质的保障，使科技与经济能够良性互动、协同发展。此外，还需要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创造的人才培养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传道”和讲授知识和技能——“授业”的基础上，需要对“解惑”予以重新理解和践行。前沿疑难问题对于大学教师来说也处于研讨之中，无法做出正确或全面的解答，但是教师必须从事科研活动，能够了解自己所讲授学科的前沿疑难问题，能够将前沿疑难问题呈现给学生，鼓励他们研讨、质疑和敢于对前人、他人的已有研究成果提出批判和改进的意见，即注重学生的质疑、批判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对于中小学教师、幼儿教师来说，除了传授知识以外，要加强探索性教学环节的设计与实践，注重学生质疑、研讨、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理念和做法，有利于营造尊重个体创造性的创新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会使具有首创精神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进而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发展，加速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步伐。
2.2  通过完善对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奖励的规定来激励创新
为了应对中国版“拜杜法案”的失灵问题[4]，我国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完成职务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人员的奖励比例由不低于转让费、许可费的20%提高到不低于50%，但我国《专利法》和《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中的相应条款并没有做出相应的修改，会出现立法不一致所带来的执法不力问题，不利于职务科技成果研发水平和转化率的提升，所以需要根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新规定，完善《专利法》和《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的相关内容，将奖励比例由不低于转让费、许可费的20%提高到不低于50%。
[bookmark: OLE_LINK57]2.3  调动排名靠后科研项目参加人的创新积极性
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业绩考核中通常有排名方面的规定，比如，排名第一或排名前三才符合要求，其成果才能得到认定。这种做法的弊端在于，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第二、第三或其他后位完成人实际上为研究成果的获得也作出了贡献，但如果得不到其所在单位的认定，显然对协同创新会起到阻碍的作用，所以为了促进协同创新、提高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必须在知识产权分配管理制度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罗尔斯[9]在其名著《正义论》中提出“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利益分配思想，意在提高社会合作的水平。借鉴这一利益分配思想，协同创新中心可以通过签订合同，将整体的科研项目分解为若干二级项目、三级项目等，然后把二级项目、三级项目等根据相关规定归类到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市级项目来管理，这样就会使更多的项目参加人有机会成为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市级项目的负责人和主要参加人，从而提高他们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
3  完善知识产权运营环境
我国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率较低与我国重数量、轻质量的专利发展战略以及科技成果市场化运营能力较差有关，所以需要在这两个方面探讨完善对策。
3.1  变重数量轻质量的专利发展战略为重数量、更重质量的专利发展战略
有学者指出，我国当前的专利发展战略只关注数量而轻视质量（指发明专利类型占比较小、转化率较低两种情况）[10]。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变重数量轻质量的专利发展战略为重数量、更重质量的专利发展战略。当前，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5%左右，表明除基础研究以外，很大比例的研发投入没有投入到面向市场的科研项目之中。可以考虑把政府资助、用于补贴的费用等投入到市场化的研发和运营之中，比如，以低息借贷或者投资入股科技成果运营企业的方式来鼓励面向市场的研发及后续的市场化运营。
3.2  建立基于互联网+形成的全球科技成果市场化网络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重视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不仅在国内建立起科技成果市场化网络，而且要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建立起基于互联网+而形成的全球化的科技成果市场化网络。目前，我国一些科技创新业绩比较突出的地区已经建立起连接科技成果供需双方的网络咨询、交易与服务平台，比如，天津市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借助由成果对接管理系统等功能系统、成果供需库等资源数据库所组建起来的网络咨询、交易与服务平台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11]，为我国其他地区建立和完善本地区的科技成果网络咨询、交易与服务平台提供了有益借鉴。
4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当前，《反假冒贸易协定》（简称ACTA）在8个成员国签署后已经生效。ACTA是弥补《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不足的多边国际条约，意在通过加强刑事、民事、行政等执法措施来应对日益增加的假冒商标和盗版问题。ACTA进一步提高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在国际范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甚至抗议，对此，我国应如何应对？本文认为，应对知识产权侵权和应对洪水是一样的，都应该采取疏堵结合的办法，就是在改造侵权产生环境以减少侵权、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发展模式的同时，对坚持实施恶意侵权的人处以有足够威慑作用的制裁，使正确的知识产权创新价值观得到弘扬。
4.1  疏：要求发达国家降低知识产权使用成本以减少侵权、形成共赢
有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媒体产业的知识产权权利人不要一味专注打击盗版者，而是要考虑降低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合法文化商品的成本，以适应这些国家较低的人均GDP，使盗版品竞争不过正品，从而赢得对盗版产业斗争的胜利[12]。这一观点反映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消费者渴望获得低价正版文化商品的愿望。我国政府应当代表我国广大消费者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谈判，要求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权利人能够降低知识产权使用成本，采取薄利多销的知识产权运营策略，一方面使大量潜在的侵权人转化为合法的被许可人、解决假冒盗版越打越多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营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互利共赢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
有研究指出，ACTA 模仿了美国版权法的刑事执法手段，不过由于美国不断加强版权刑事执法的结果是假冒盗版未减反增（在过去的20年间，假冒商品增加了10000%，全球盗版率也持续上升），表明单纯强保护的办法是徒劳无效的[13]。有鉴于此，如果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使用费方面能够做出薄利多销之举，就会使大量潜在的侵权人转化为合法的被许可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廉价的文化商品，再通过大力开展尊重知识产权的全民宣教活动，使更多消费者积极主动购买正版商品，使滋生盗版违法犯罪的文化市场消费环境得到改造，从而使假冒盗版越打越多的被动局面能得到有效缓解。此外，发达国家倘若能够在知识产权使用费方面做出薄利多销之举，那么就会形成一条国际层面的协同创新之路，因为降低知识产权使用成本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科技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商品消费能力由此增强，进而为发达国家文化商品提供更加有利的消费市场，最终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种互利共赢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这也是符合WTO和WIPO等国际组织的宗旨的）。
4.2  堵：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弘扬正确的知识产权创新价值观
采取“疏”的办法能够使一部分潜在的侵权人转化为被许可人，可以起到减少侵权的作用，但还会有一部分侵权人在暴利的驱使下坚持实施恶意侵权，此时，就必须采取“堵”的办法，而“堵”的目的在于弘扬正确的知识产权创新价值观，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有研究指出，世界海关组织估计约有65%的假冒货物来自于中国大陆，没有人确切知道为什么在中国有如此众多的知识产权侵权，这可能出自经济方面的原因，也可能出自文化方面的原因 [14]。响应我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营造“崇尚创新创业、勇于创新创业、激励创新创业的价值导向和文化氛围”的战略部署，本文借鉴功利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从知识产权文化价值观的视角来探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提升问题，以应对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提出的要求，提升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际形象，削减我国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壁垒，为创新主体创新提供知识产权制度的保障。将功利主义哲学“趋乐避苦”的心理规律作为理论基础，正确的知识产权创新价值观应该是“创新是趋乐、避免侵权是避苦”（创新是一个“趋乐”的过程，因为创新会得到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奖励和回报；避免侵权就是一种“避苦”的明智之举，因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会使侵权人无利可图，甚至要承担严厉的刑事责任）。但当前我国乏力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却使“侵权是趋乐、避免创新是避苦”的错误的知识产权创新价值观有着相当大的市场，这是因为：当前我国《专利法》和《著作权法》还没有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司法实践中又存在权利人举证难、诉讼时间过长、侵权赔偿数额较少（“据统计，我国专利侵权实际赔偿额平均只有8万多元，商标只有7万元，著作权只有1.5万元，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标准。”[6]）等问题，导致侵权有时得不到处罚，有时侵权获利减除受到的处罚还会有利润保留，使相当数量的侵权人选择了故意侵权以“趋乐”（获取非法利益）；创新会面临难以转化的风险和肆无忌惮的侵权，很有可能带来苦果，很多企业秉持“避免创新是避苦”的价值观而选择了小富即安。所以，必须采取“堵”的办法，通过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使错误的知识产权创新价值观在我国失去市场，从而使正确的知识产权创新价值观得到广泛弘扬与践行。
4.2.1  全面建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保证实现执法的威慑效果
目前我国《商标法》和《著作权法》（修正案）都已经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专利法》在下一次修改中也要参考上述规定，按照过失侵权人所承担的损害赔偿金数额的2至3倍（或者1倍以上3倍以下），确定故意侵权人所应承担的赔偿数额。比立法更为重要的是，在执法过程中要保证法定赔偿的数额必须高于侵权获利才会对侵权人和其他潜在的侵权人产生威慑作用。从美国法院的判例来看，被告多次重复侵权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实际侵权获利高于对其处罚的数额 [15]。
4.2.2  加大知识产权的行政处罚力度
我国对损害公共利益的商标侵权和著作权侵权的罚款额度都提高了2.5倍。我国原《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2条规定：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非法经营额无法计算的，罚款数额为10万元以下；新《商标法》第60条第2款规定：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三稿》第75条也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6条所规定的罚款额度提高了2.5倍。所以，需要修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5条，将商业秘密侵权的罚款额度也提高2.5倍，即由“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提高到“2.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4.2.3  根据《反假冒贸易协定》刑事部分的规定提高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水平
第一，我国需要制定或完善著作权刑事司法解释，将“复制向公众开放的电影院中播放的电影作品的行为”解释进我国《刑法》217条第1项“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电影作品”的行为之中；将“进口和出口盗版产品”、“许诺销售盗版产品”的行为解释进我国《刑法》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所规定的“销售”行为之中，并对采取分销方式逃避刑事责任的行为通过累计计算的办法予以追究。
第二，在刑事执法中，保证罚金数额高于侵权获利对侵权人以及其他潜在的侵权人起到威慑作用。这一司法措施的根据是ACTA第24条，该条规定：罚金应与犯罪的严重性相对应，足以对未来的侵权行为起到威慑作用。
5  完善知识产权利益分配管理制度环境
[bookmark: OLE_LINK97]在宏观层面，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与社会之间合理的知识产权专有与共享的利益分配管理体制，才会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在协同创新方面的作用；在微观层面，即在协同创新中心内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有不同的价值目标，易于出现利益冲突，阻碍科技创新的实现，所以需要在知识产权利益分配管理制度方面协调价值冲突问题，才能使协同创新实现1+1>2的效果。
5.1  构建促进协同创新的知识产权专有与共享的利益分配管理体制
我国2008年开始实施的《科技进步法》和2015年开始实施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都借鉴了美国1980年开始实施的《拜杜法案》的相关规定，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将科技成果申请专利并进一步市场化（专有），大大提高了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市场化率。但毋庸置疑的是，其在美国已经表现得比较突出的弊端也会在中国出现：一是，由于存在竞争关系，后续研发者难以获得专利权人的许可；二是，弱化了在好奇心驱动下以探求真理为目的的基础研究；三是，无法适用我国《专利法》第69条第4项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目的（属于基础研究）可以免费使用有关专利的规定。针对第一项弊端，要在保障科技成果权利人利益的前提下借鉴美国的经验（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兴起了开放出版运动，即依靠互联网使学术研究人员能够以廉价、在线的方式获取所需信息[16]），建立科研成果的公开共享制度，使无论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后续科研人员都能尽快以较低廉成本获得所需科研成果的信息（共享）。针对第二项、第三项弊端，要将基础研究摆在与应用研究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通过提高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争取在重要科技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最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到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追上美国的规划[17]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5.2  创新平衡高校与企业利益关系的知识产权合同管理制度
5.2.1独占许可应该成为企业与高校之间主要的技术转移方式
企业注重某项技术所带来的短期市场竞争优势，但并不想长期受让该技术并为此多支出费用；而“高校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轻易将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转让给企业，而是自己通过控制该知识产权进行后续的研发。”[18]所以，转让方式无论对企业还是高校，都不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而独占许可方式，对企业来说，既可以像转让那样实现在市场上独家实施技术而产生的竞争优势，又可以比转让少支付费用；对高校来说，既可以像转让那样实现成果的转化，又可以避免转让给高校在后续研发方面的阻碍。所以，较之转让，独占许可应该成为企业与高校之间比较理想和主要的技术转移方式。
5.2.2创新合作开发合同的管理制度。
对于高校与企业合作完成的技术成果，高校科研人员为满足考核、晋职的要求希望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但是企业需要将该技术成果作为技术秘密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依照我国《合同法》的第340条第3款规定，该技术成果应该作为技术秘密来使用。为了调动高校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对该技术成果中具有学术价值的部分，可以经同行专家评审确定为某一级别的学术论文，也可将该技术成果作为科研项目或专利来对待。
6  结语
本文取得的两项理论性研究成果对后续研究会有启发作用：（1）创新主体创新与知识产权制度（战略）的关系是创新经济关系与其制度保障的关系，制度保障对不断发展的创新经济关系会出现适应部分和不适应部分，对适应部分要高效适用，而对不适应部分要适时完善，才会为伴随创新主体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而不断发展的创新经济关系提供适时的制度保障。正是基于这一规律性的认识，本文分别针对知识产权创造制度、运营制度、保护制度和管理制度对创新经济关系的不适应部分提出了完善建议。（2）提升正确的知识产权价值观（比如“创新是趋乐、避免侵权是避苦”）在我国知识产权制度（战略）系统中的地位，将其作为创造、运营、保护、管理等制度（战略）的指导原则和追求目标，才会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制定和适时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战略）系统，才会在微观层面加速我国创新主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宏观层面加速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步伐和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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